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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的挑战与应对

孙雪晗1

（1.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摘 要：当下，全球化浪潮对传统国际规则带来挑战。外交与领事关系方面，国籍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尤为凸显—
—投资入籍项目的兴起及双重国籍现象的普遍发生，使得领事协助权的行使冲突频发，国际社会缺乏行之有效的
统一规则加以规制。《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于 1963年正式颁布，彼时，双重国籍还未成趋势，投资入籍项目
更是尚未产生，这使得领事权利的边界在当下出现空白，导致各国在实践中形成多种不同立场与做法，并存在拒
绝他国领事协助请求的先例。目前，已有五起因适用《维约》领事协助条款引发的争端被提交至国际法院，双重
国籍问题为其中两起案例之核心。双重国籍极易引发国籍认定标准分歧与协助主体数量的争端，一方面，个人可
能面临因接受国政府阻挠而无法获得国籍国领事协助的困境，另一方面，国家可能面临对其国内法律秩序形成不
必要的扰乱和负担，以及因权利滥用而实质违反条约义务的困局，其深层诱因在于投资入籍国与公民实质联系薄
弱的系统性弱势，及国际规则缺失使当下各方无法可依的规则空白。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维约》公约文本、
缔约文件、谈判过程及司法案例进行研究，着重分析第 5条、第 36条的规则缺漏，并从各国实例出发，探究投
资入籍国行使领事协助权所面临的实践挑战，为个人、接受国、派遣国处理投资入籍问题提供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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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投资入籍的热度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攀升,目前共有 12个国家正在运营官方的投资入籍项目。投资入籍通常以入籍
时间短，居住要求低，且护照在大部分国家免签等作为优势，吸引外国公民通过捐款、购入房产、直接投资等方式取得本国
国籍。[1]对于这一如此便捷的入籍方式，国际社会中自不乏批评的声音，将之称为“买卖国籍”或“买卖护照”，认为它将
逐渐破坏公民身份价值、公民社会责任、公众信任等民主制度的基石，并会造成歧视和不公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利益。[2-7]

诚然，原则上，国籍的授予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事项；且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一国通常不会拒绝承认外国人的
国籍。但国籍实际具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的二元结构，国籍的授予并不当然取得国际法上的效力而对他国产生拘束力。[8-9]

对于国籍的承认，国际法虽存在一些普遍实践，包括欺诈取得无效、强制取得无效，但尚未形成一般法律原则或习惯规则。
不过至少，国家在准许外国人入境上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这就给投资入籍的使用价值带来挑战。并且，由于选择投资入
籍的人群大部分来自允许双重国籍存在的国家或地区，以避免这种安排造成不得不放弃原国籍的局面，使得权利行使更是因
双重国籍的存在而冲突加剧。

在新兴的投资入籍制度下，领事协助权这一国家保护国民海外利益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途径，必然会受到挑战，原因在于
现有的统一国际规则出现空白。目前，国家间进行领事交往的主要依据依然是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下简称“《维
约》”）。但公约缔结时，双重国籍还未成趋势，投资入籍项目更是尚未产生。事实上，直至上个世纪末，以经济全球化推
进为标志，世界各国才开始逐步接受本国公民取得双重国籍；而世界上第一个投资入籍项目，也是在 1983年才由汤加颁布。
国籍是国家提供领事协助的根据，但《维约》订立时却无法考虑到投资入籍、双重国籍现象对接受国法律秩序的冲击，这一
冲突的规制在国际法发展中出现空白。此外，由于《维约》的主体内容实为国家间领事关系，对于国民领事协助的规制本就
匮乏，在当前领事协助实践中更渐显不合时宜之兆和规则缺失之憾，使各国对领事协助权的行使形成多种不同的立场与做法。

基于此，本文将以《维约》约文，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荷兰、加拿大、印尼等国的国家实践为样本，
并综合考量国际法院、美意和解委员会等国际司法机构的立场，对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受到的实践挑战进行分析；采用
实证分析方法，为个人及国家提供未来处理投资入籍问题时可以采取的立场及对策思路。

一、国籍问题在《维约》中的法律空白

《维约》是国家间进行领事交往和领事协助的规则依据，其是对已经形成的国际习惯的系统编纂，因此无论国家是否是
《维约》缔约国，都有义务遵守其中规定的领事规则，而规则的缺失也将直接影响国家间领事交往的方式。故此，本文将首
先关注《维约》约文对领事协助的根基——国籍问题的模糊与空白。

（一）《维约》的缔结考量不在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受缔约时代所限，各缔约国在《维约》中力图强化对国家权利的保护，而有意淡化甚至回避对个人权利的保护，[10]使得
《维约》主体内容最终呈现为国与国之间的领事交往与豁免，而就国家对国民的领事协助则篇幅薄弱。这一考量也在约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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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上有所体现，《维约》全文使用“派遣国”和“接受国”对不同国家进行区分，这自然是基于国家“派遣”和“接受”
外国领事人员的立场而采用的称谓；若《维约》重心在于对国民的领事保护与协助，则会选择使用“国籍国”等用词行文。
事实上，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2006年二读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对于国家的称谓即
改用了“国籍国”、“第三国”等用词，并在第二章以“国籍”命名，设立专章调整了外交保护中所涉国籍事项的各方面内
容。与之相对，国际法委员会并未启动专门针对领事协助的任何国际法编纂活动，而仅将有关内容零星插入调整国家间领事
关系的条约中，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领事协助需在接受国境内提起，受各国属地管辖权制约的程度较大，难以使各国协商达成
一致意见；而又鉴于外交保护与领事协助的根本区别——补救性与预防性、国际性与国内性、是否将对个人的损害虚拟成对
国家的损害来实施保护等，[8, 11]对他国法律秩序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草案》中的有关规则也不宜简单挪用。

纵观《维约》全文，有关领事协助的条款仅存在于第 5条、第 36条和第 37条之中。并且，第 5条对于“领事职务”的
总括性规定，其目的实质上也并不在于确定领事协助的实际内容，而意在明确领事官员执行职务时自身领事特权与豁免的范
围；事实上，各国就领事职务是做一般界定还是具体列举曾出现过严重分歧，最终鉴于豁免权的适用，才决定列举几项最重
要的领事职务加以明确。[12-13]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国籍问题的嵌入自与《维约》中国家权利为主导的体例不和，使得国家
依据国籍提起领事协助的权利边界模糊不清，接受国在发生国籍冲突时，对他国领事协助权的行使便有了减损的空间。

（二）《维约》第 5条未明确外国人国籍的使用标准——个人权利的保障困境

就具体约文而言，《维约》第 5条总括性地规定了国家行使领事协助的权利，即领事得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
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但作为个人获得保护的关键性前提，约文却并未回应国家是否有义务将本国国民的第二国
籍国同等视为派遣国、以及国家是否具有选择双重国籍人的任一国籍在本国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对此，除正文外，一项公约
的草案、评注、序言同样是传达各方关切的重要文本。《维约草案》在第 5条的评注中曾提到，“接受国可能拒绝承认领事
希望保护其利益的个人具有派遣国国籍，这种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求得解决”。[14]《维约》的序言中也同样明确，“凡未经
本公约明文规定之事项应继续适用国际习惯法之规例”。可以看出，国家在一些情况下拒绝将个人按某国人身份对待，是在
《维约》缔约时就已有发生的国际情事。遗憾的是，这一关切最终并未得到《维约》正文的进一步明确，而仅是统领性地划
归实质尚未形成的国际习惯规制，使得各国解决问题的做法实难统一，个人面临因接受国政府阻挠而无法获得领事协助的困
境。截至目前，已有五起因适用《维约》领事协助条款引发争端而被提交至国际法院的案例；[15-19]其中，因国籍承认、双重
国籍而引发的领事协助争端，以 2019年印度诉巴基斯坦的贾达夫案、2004年墨西哥诉美国的阿维纳案尤为代表，该两案中
法院均作出判令接受国准许派遣国行使领事协助权的裁定，表现出优先保障个人可获得充分领事协助的司法倾向。

（三）《维约》第 36条未明确准许协助的国籍国数量——接受国法律秩序的维护困境

《维约》第 36条特别规定了领事通知与探视权，这是在第 5条总括性规定之外唯一详细规定的领事协助之内容。36条
1(a) 概括性地规定了领事官员与派遣国国民自由通讯及会见的权利；1(b)、(c) 特别确定了派遣国国民被监禁时领事官员的通
知与探视权；36(2) 以尊重接受国国内法律规章为考量，明确第 1款所规定的权利必须在遵守接受国本国法的情况下行使。

其中，36条 1(a) 并不会成为争端产生的根源，可以想见，当个人在接受国境内享有充分行动自由时，会见国籍国领事官
员自不会受到阻碍。矛盾的焦点在于 1(b)、(c) 及 36(2) 的特别规定中，当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其与本国领事通讯及会见
的权利便完全受制于接受国的管辖与控制之下——若接受国拒绝认定其具有派遣国国籍，将直接从源头上阻碍该国领事协助
权的行使，这也是国际法院相关案件中的核心争议所在。《维约》要求，个人被拘禁后，经本人请求，接受国应迅即通知派
遣国领馆，并允许领事官员探访其国民。但问题在于，约文并未明确应当通知或者应当允许探访的派遣国数量。换句话说，
若个人已正在由一国领事提供充分协助，接受国是否还有义务通知其他国籍国或准许其他国籍国进行会见，接受国是否会认
为这对其国内法律秩序形成不必要的扰乱和负担。

国家在缔约过程中，并非未就这一难题表达关切。事实上，在《维约》缔结阶段，关于第 36条即经过了十分艰难的谈判。
在从订立之初起的所有《维约草案》中，36条 1(b) 的规定均为——派遣国国民被监禁时，“接受国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
而并无经个人请求之前提[14]（而在《维约》正式约文中，36条 1(b) 已修改为“经其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
知派遣国领馆”）。缔约国的反对意见中曾提到，由于大量外国移民分布在境内各地，通知的要求将给接受国带来过度的行
政负担；并且，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当外国人进入某一国家时，他就接受了该国的管辖，他因此不应当然要求获得比接受
国国民更高的保护，即来自双重国籍国两个国家的保护。日本、瑞士、美国等国均主张，仅在派遣国国民本人提出请求的情
形下，接受国才有通知的义务。[10]也正是基于此，出于在“接受国无条件的通知义务”与“接受国被动的通知义务”间寻求
可能达成的平衡，各国就《维约草案》提交修正案，最终使通知义务的触发条件——个人请求得以在《维约》生效文本中见
诸。通过这些缔约记录可知，在 36条 1(b) 项中增加赋予个人选择权之规定，缔约国本意实际并不在真正为派遣国国民创设
额外的个人权利，而是为了减轻接受国主管当局的通知负担，并使公约在两派观点的利益平衡中求得通过。尽管在《维约》
的缔结过程中仍以单一国籍为视角，而缺乏以投资入籍、双重国籍等为线索的有关意见，但国家对于领事协助权需尊重接受
国法律秩序的利益考量已可初见雏形。

二、领事协助权在投资入籍下的实践挑战

个人通过投资入籍项目归化取得他国国籍，一般会产生两种不同效果。一种是其原国籍国不承认本国国民具有双重国籍，
该个人将丧失原国籍，而具有投资入籍国的单一国籍。这种情况下，行使领事协助权通常不会受到挑战，原因在于国际社会
长期以来致力于减少无国籍状态，几乎不会有国家在个人只有一个合法国籍的情况下，拒绝承认该国为其派遣国而使该个人
在本国陷入事实上的无国籍状态，进而无法得到来自任何国家的保护与协助。产生争议的状况往往出现在原国籍国允许或容
忍本国国民具有双重国籍的情况下。当个人因投资入籍取得了双重国籍，尽管原国籍国接受本国国民具有这种地位，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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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愿意容忍这一国籍被用来干涉自己的管辖；就第三国来说，双重国籍的地位也会使领事协助权的效力因投资入籍的时间、
动机及入境所持护照等受到影响。

（一）原国籍国与投资入籍国的领事协助冲突

1. 原国籍国作为接受国的立场——“无责任原则”与“主导国籍原则”
当个人位于其原国籍国境内时，面对自己的国民，国家将面临如何处理本国与投资入籍国权利冲突的问题。当前，美国、

澳大利亚、南非、德国、荷兰、加拿大等接受双重国籍的国家均做出了较为明确的立法实践——根据这些国家的立场，通过
投资入籍取得他国国籍的个人，在其原国籍国内通常只会被视为本国人，而非具有第二国籍的外国人。这意味着若其受到原
国籍国的逮捕拘禁，不论两国之间是否签订了双边领事关系条约，由于其本质上缺少外国人身份，他的监禁状况将不会被通
知给投资入籍国，投资入籍国的领事会见请求也有很大可能因国民身份问题而被原国籍国拒绝。[20-23]

这种做法体现了“无责任原则”的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无需就其对自己国民做出的行为而向
其他国家承担责任，包括该国民的其他国籍国。“无责任原则”的法理在于，对于两个在各自国内法上都合法的国籍而言，
如果允许其中一个国家代表个人去介入另一个国家的事务，实质上就相当于赋予请求国的国籍以更大效力，并由此否认了国
家主权平等。国际法院在“联合国职务损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中同样提到，国家不代表其国民针对同样视其为国民的另一
国行使保护权是一种通常做法。[24]

然而，尽管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已是各国处理国籍冲突问题的普遍做法，对其变革的趋势同样形成已久——原因在于其可
能埋下严重的法律隐患，阻碍双重国籍人的主要国籍国对该人实行保护。[25-26]美国《外交事务手册》“领事事务”一章将“主
导国籍原则”称为“一项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当双重国籍人的居住地是国籍国之一的国家时，该人对该国即负有最
为重要的效忠义务，这种效忠义务是国家与个人通过国籍产生联结的根本，该国因此有权不受另一国干涉而主张权利。[27]

在“主导国籍原则”下，对于具有两个“合法”且“有效”国籍的人而言，与其具有更紧密联系的国籍被称为“主导国
籍”，只有“主导国籍国”的权利才可以对抗该国民的其他国籍国。[28, 8]在“梅尔盖案”中，美意和解委员会指出，国家主
权平等原则与“主导国籍原则”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29]“主导国籍原则”
的法理正是为真正实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调整个人与两个国籍国联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而将“无责任原则”严格
限制在个人与两个国籍国联系程度不分伯仲的情形下，避免将一国的管辖权不公平地置于另一国之上。在这一点上，鉴于领
事协助权是针对接受国合法行为行使，以预防性地协助本国国民在他国的合法权益，他国的法律秩序与主权平等更应被尊重。

显然，投资入籍国的法律地位在“无责任原则”与“主导国籍原则”下将显著不利，原因在于当前共 12个颁布投资入籍
项目的国家中，实际只有马耳他在欧盟的批评与敦促下增加了 12至 36个月的入籍前居住要求，其他 11个项目均为 5天旅程
至零居住要求不等[1]。并且，选择投资入籍项目的人群通常更看重国籍的商业价值，实际并不会选择在投资入籍国长居，乃
至发展出更深的家庭、教育、参与公共生活等人身性质的实质联系。在此情况下，投资入籍国的领事协助权通常难以对抗与
个人有深层联系的原国籍国的管辖。若个人始终居住在原国籍国内，而意图通过投资入籍国获得额外保护，实际几乎不可能。

2. 原国籍国作为派遣国的立场——“护照原则”与“绝对保护原则”
尽管原国籍国认可双重国籍身份的域外效力，但反过来，也可能因此对自身领事协助权的行使作出保留。实践中，主要

形成了“以个人入境护照为准”和“绝对保护原则”两种不同做法。
采用“护照原则”的代表国家主要有南非——其政策规定，如果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在他国被逮捕，而他先前没有持南

非护照入境，那么南非将不会对该个人提供领事协助，该个人必须与他所持护照入境的第二国籍国的领事代表联系。英国曾
经也采用类似的“护照原则”处理向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提供领事协助的问题，且若第二国籍国未设领馆，英国将具体考虑
是否出于特殊人道主义理由向个人提供领事协助。不过，英国已于 2011年对有关政策作出修改，由“护照原则”转向“绝对
保护原则”。事实上，多数国家在向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提供领事协助时，采用的均是“绝对保护原则”，包括美国、澳大
利亚、荷兰、德国、印尼等在内的国家均明确，无论具有双重国籍的国民持哪一护照入境，国家均会向其提供所需的领事协
助。[27, 21-22]在这一方面上，通过投资入籍取得第二国籍的个人并不会受到原国籍国的歧视对待。

（二）第三国与投资入籍国的领事协助冲突

在国籍国的冲突之外，作为非国籍国的第三国同样有可能对投资入籍国提供领事协助的权利提出挑战。尽管国际社会一
般认为，非国籍国无权诉诸国籍国之一的权利对抗另一国籍国；[8]且非国籍国为避免受到谴责，通常也不会与国籍国对抗。[20]

但实践中，第三国并非没有减损他国领事协助权的空间。
基于双重国籍身份，若其中一个国籍国已正在向被拘禁的个人提供领事协助，作为接受国的第三国则可能拒绝另一国籍

国提出的领事会见请求，而要求其与正在提供协助的国籍国使领馆协商，共同决定由其中一个国家继续协助，避免重复的权
利请求给第三国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负担。[21, 27]此时，由于投资入籍国多为国力弱小的中小型国家，且如前文所述，与个人的
真实联系较为薄弱，在与原国籍国的比较下较难实际行使领事协助权。

其次，有时即使只有投资入籍国一国请求提供领事协助，该请求也可能被第三国拒绝，特别是当个人被认为具有欺诈取
得国籍、为逃避原国籍国管辖而恶意取得国籍等的嫌疑时。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已被原国籍国通缉的逃犯中，特别是当第三
国为履行原国籍国引渡请求而逮捕该人时。一般来说，个人在具有逃避某项法律约束的需求后迅速取得第二国籍，便可能会
被识别为“恶意”，而无法在其需要使用国籍的事件中得到承认。[30-31, 9]需注意到，国家准许个人持某国护照入境、颁发签证
并加盖入境戳的行为，并不等于国家最终承认该个人具有某国公民身份。是否接受外国人入境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外国人
入境本身即是一个国家自由决定的事项，属于国家的自由裁量权，护照、签证及入境戳均为个人具有某国国籍、被准许以某
国身份入境的初步证据[32]，国家有充分自由随时撤销其颁发的入境签证，调整该个人的移民身份，并由此拒绝护照颁发国领
事协助的请求。而又因国家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国际法上欺诈、恶意取得国籍无效的一般原则，因而并不违反国际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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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存在主观恶意时，投资入籍国将因此缺少指责第三国违反条约义务的法律基础，第三国具有拒绝其在本国境内提供领事
协助的自由。

三、投资入籍下行使领事协助权的个人与国家因应

不可否认，投资入籍的热度正在持续攀升，各大投资入籍项目均以在大量国家免签、可获得外交、领事协助等诱人条件
作为噱头进行宣传。然而，如前文所述，现实中，个人欲获得投资入籍国的额外保护与协助实际非常困难，国家无论作为原
国籍国还是非国籍国，尽管有时受到谴责，却均存在不承认投资入籍身份之使用价值的先例。综合来看，在投资入籍下进行
领事协助仍存在较大挑战和制度空白，个人与国家亟需进一步的因应之策。

（一）个人因应——主动构建公民实质联系

投资入籍项目以吸引资金流入为主要目的，通常设置了最低的入籍标准，基本不要求任何入籍前后的境内居住时长。但
个人不可不主动考量国籍背后所代表的公民义务、效忠义务等内涵——这是国籍存在之根本，不可被现代社会流通性越来越
强、获取性越来越易的种种入籍方式所剥夺。事实上，正是因为公民实质联系的缺乏，一些通过与个人联系过于薄弱之方式
取得的护照，有很大可能面临他国不予承认的风险——汤加、瑙鲁的投资入籍项目均曾在他国拒绝承认的压力下最终叫停。

尽管当今各国已普遍认可通过投资入籍取得的护照的有效性，但并不代表不存在个案拒绝的情形。个人若想避免护照被
拒绝承认的情况发生，就需要尽量确保与投资入籍国建立牢固的实际联系。包括开户、买房、居住、稳定就业、纳税等在内
的种种方式，都将有助于增强新国籍在他国使用的份量。此外，个人还应特别避免恶意、欺诈购买国籍，否则可能被大多数
国家拒绝承认，使得该国籍根本上失去使用价值而归于无效。

（二）国家因应——避免权利滥用

当前，有关领事关系的公约尚无重新谈判或修订的议程，因此，在缺乏明晰规则的情况下，在投资入籍制度中，除个人
将面临无法实现其预期效果的困境，国家同样可能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局，并主要体现在对于有限的权利进行滥用的方面。

具体来说，就非投资入籍国而言，尽管国际法已给予其在一定情况下拒绝投资入籍国领事协助请求的自由，但实践中还
应特别注意接受国权利滥用的问题。国家应在没有根本违反本国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对外政策等的情况下，尽可能为领事
协助提供便利，而不应将其具有的权利专门用于规避条约义务或减损基本人权。此外，国家宜通过制定法律、公布政策等方
式，公开告知本国就投资取得之护照的立场态度，使护照的使用具有足够的可预知性，减少事后补救、“钓鱼执法”等情况
的发生，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也避免自身陷入争讼。

对于投资入籍国而言，随意发放护照，乃至恶意出卖本国公民身份，同样构成另一种权利滥用而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继而导致投资入籍人获得领事协助的权利大受减损，甚至可能波及在本国项目下入籍的全部“投资公民”。故而，投资入籍
国宜随着国际法的发展不断完善本国投资入籍项目及有关立法，积极参与有关谈判会议寻求平衡之策，并加大入籍审查力度，
不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彻底忽视“国籍”及“公民身份”的根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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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to the Right to Consular Assistance under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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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the tide of globalization presents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ules. In the field of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lations, the impact of nationality conflicts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The rise of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CBI) programs and dual nationality have led to frequent conflicts in consular assistance. Howev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cks effective and unified rules to regulate this pressing issue.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VCCR) was promulgated in 1963, at a time when dual nationality was not a trend and CBI programs
were even non-existent. It created a regulatory vacuum nowadays, resulting in diverse practices among states. Currently,
fiv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ular assistance provisions have been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with dual nationality being central to two of these cases. Dual nationality triggers disputes over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and which states being entitled to provide assistance. On the one hand, individuals may face the
dilemmas of being unable to obtain consular assistance from their state of nationality due to obstruction by the receiving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states may face dilemmas of the unnecessary disruption and burden to their domestic legal order,
with the risk of violating treaty obligations through abuse of rights. The underlying causes lie in the systemic weakness
of CBI states – characterized by weak connections to their citizens – and the absence of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rules,
leaving all parties without a clear legal guidance to obey.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article aims to, through research into
the VCCR’s text, travaux préparatoires, negotiation history, and judicial cases, analyze the regulatory gaps in Articles 5
and 36. And by drawing on state practices, this article will also explore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CBI states in
exercising consular assistance rights. It finally seeks to provide solution-oriented approaches for individuals, receiving
states, and sending states in addressing the complex consular issues related to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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